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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生态修复双赢模式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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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贫困陷阱是困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学术难题之一，探索摆脱贫困陷阱的有效途径，是生态修复

的核心目标。 因此，生态修复不仅要依据当地气候与地理条件开展生态治理，同时要改变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行为，发展有利

于生态修复的绿色产业，使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行为既可以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又有利于生态修复。 从而摆脱“越穷越垦、越
垦越穷”的被动局面，实现生态修复与居民生计改善的双赢目标。 为了验证这一模式的可行性，该研究在退耕还林项目实施的

基础上，通过补短板的方式，在延安市开展了生态修复双赢模式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新方案实施前，延安市 ＮＤＶＩ 增长速度是

陕西省平均水平的 ４１％；新方案实施后，是陕西省平均水平的 １９５％，新方案的贡献率为 ７４．０％。 双赢模式较好解决了环境保护

与社会经济发展彼此分离的这一矛盾，提高了生态修复的治理效果，为我国生态脆弱区精准扶贫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

据和适度超前的治理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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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侵蚀引发的土地退化是全球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１⁃２］。 全球土地退化面积 ３６００ 万 ｋｍ２，占地球

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 ８５００ 亿美元［２］。 我国土地退化面积约 ３３０ 万 ｋｍ２，占国土总面

积的三分之一，影响着 １８ 个省、４００ 多个县，威胁着 ４ 亿多人口，直接导致 １２００ 万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占全国

贫困人口的 ２８．５％［３］。 土地退化导致可耕地面积逐步减少，贫困化问题也呈加剧态势［４］。 由于缺乏选择，这
些地区的居民往往被迫从事不可持续的生产活动，如森林砍伐、过度放牧、开垦荒地，从而造成土地退化［５］。
贫困导致土地退化、土地退化进一步加剧贫困的恶性循环被称为“贫困陷阱”，严重困扰着这些地区居民的生

存与社会经济发展［６］。
土地退化是自然和人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７⁃８］，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变化有重要影响，

地表植被变化也会影响气候变化［９⁃１０］和人类活动［１１⁃１２］。 自然学科的一些学者认为，气候变化影响土壤质量、
植被覆盖度、物种组成、水文循环，因而导致了土地退化［１３⁃１４］；人文学科一些学者认为，不可持续的人类活动

（如过度放牧、过度采伐、地下水开采等）对生态系统施加了巨大压力，进而导致了水土流失，加剧了土地退

化［１５⁃１６］。 但是，以前的研究要么集中在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气象因素［１］、要么集中在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人为因

素［４］，鲜有基于长期数据监测下对自然与人为等多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定量评估［１３⁃１４］。 这些互不关联的

研究结果，很难为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从而制约了生态环境保护的进一步发展。
传统生态系统恢复的工作重点是重新建立生态干扰机制或者非生物条件、并依靠生态系统演替过程促进

生物群落恢复。 但是，生物因素和气候环境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可以改变以生态系统演替为基础的环境工程

结果［１７⁃１８］。 因此，如何正确认识生态修复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有的放矢地建立有效应对机制，仍然

是我国乃至全球生态修复研究的重要课题［１９⁃２０］。 寻找摆脱“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被动局面，实现生态修复

与居民生计改善的双赢目标，无疑是生态修复的根本出路［２１］。
由此可见，土地退化是自然和人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生态修复不仅要依据气候与地理条

件开展生态治理，同时要改变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行为，发展有利于生态修复的绿色产业，使当地居民的生产

生活行为既可以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又有利于生态修复。 从而摆脱“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被动局面，实现

生态修复与居民生计改善的双赢目标。 为了提高效率，生态修复应通过关键因素对生态系统演化的影响评

估，明确历史时期不同治理措施对生态系统恢复的贡献度，结合地方气候条件、土地退化程度、以及当地居民

的生产生活方式，科学配置生态修复治理措施，使退化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到健康稳定的自然状态。 为了验证

这一假设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该研究依据生态修复双赢理论，在陕西省延安是开展了为期 １６ 年的实证研究。

１　 延安市生态修复双赢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延安市位于陕西省北部黄土丘陵沟壑区，总面积 ３．７×１０６ ｈｍ２，年均气温 ９．６℃，极端最低气温－１１℃、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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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气温 ２８．２℃，年均降水 ５１３ ｍｍ，且 ８１．４％集中在 ５—１０ 月主汛期。 ２０１５ 年全市人口 ２．２×１０６，其中农村人

口 １．９×１０６，年人均纯收入 ６１８０ 元。 １９９９ 年延安市在全国率先开展退耕还林试点工作。
１．３　 生态修复双赢模式

为了全面认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演化的影响，该研究通过卫星或遥感数据，以归一化差分

植被指数值 ＮＤＶＩ（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一般应用于检测植被生长状态、植被覆盖度）代替植

被变化，获取研究区各个年度植被变化的平均值。 并从统计年鉴或者社会调查方法获得可能影响植被变化的

所有气候和人类活动指标的年度数据。
统计指标包括：（１）农村社会发展指标：农村人口、农业劳动力、公路绿化里程、铁路绿化里程、矿区绿化

面积；（２）农村经济发展指标：农业 ＧＤＰ，农业收入、农村人均收入、耕地面积、播种面积、复种指数、基本农田

面积、粮食产量、粮食单产、各种家畜存栏量；（３）环境政策指标：封山禁牧面积、封山育林面积、人工造林面

积、人工种草面积、退耕面积、生态项目投资；（４）气候环境指标：年均温度、年均降水量、极端温度、＞０℃和＞
１０℃积温、太阳辐射、地下水位、地表水量等统计监测指标。

为了去除统计单位不同造成的影响，相关研究使用每个指标的年度变化率面板数据去识别关键因素，并
且比较他们对 ＮＤＶＩ 的贡献。 为了避免重叠因素对结果的影响，该研究应用 ２０１１ 版本的 ＳＴＡＴＡ 软件的回归

分析模型（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ａ．ｃｏｍ）计算所有双驱动因素之间关系的回归系数，最后确定关键指标。 面板数据

模型如下：
ｙｉｔ ＝ ａ ＋ ｂｘｉｔ ＋ ｕｉｔ （１）

式中，ｙｉｔ是指在 ｔ 年 ｉ 地区的 ＮＤＶＩ 值，ｘｉｔ是相应的影响因素，ｕｉｔ是误差，ａ 和 ｂ 是回归系数。
为了解释在回归分析中变量因素自相关的可能性，可以使用 Ｂｒｅｕｓｃｈ－Ｇｏｄｆｒｅｙ ＬＭ 测试，最终得到辅助回

归系数 Ｒ。 依据（ｎ－１）Ｒ 近似服从自由度为 １ 的卡方分布来确定有没有出现显著自相关。 然后将原始数据

ｘｉｔ减去 ｘｉｔ的均数〛后，再除以 ｘｉｔ的标准差，从而得到标准化的 ａ 和 ｂ。 最后计算项目区中不同变量对 ＮＤＶＩ 变
化的贡献率，并依据贡献率、结合地方气候条件、土地退化程度配置生态修复治理措施。 计算的模型如下：

Ｃｏｎｉ ＝
ＳＣＶｉ

∑
ｉ

１
ＳＣＶｉ

× １００％ （２）

式中，Ｃｏｎｉ是变量 ｉ 对 ＮＤＶＩ 的贡献， ＳＣＶｉ 是变量 ｉ 标准化系数值的绝对值、通过系数 ｂ 来计算。
２０００ 年，科研人员测算了延安市历史时期关键指标对植被变化的贡献率。 结果表明，农村人口减少、农

民收入增加、耕地面积减少、封山育林、矿区和道路绿化对本年度植被的贡献率分别为 １８．８、１１．４、１１．１、６．１、
１１．８％，并存在时滞效应（对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影响分为 ８．５、２０．４、２５．５、０、０％和 ０、９．９、１１．５、１５．９、０％）；气候

变化（气温和降水）对本年度的影响为 １８．１、１９．０％（表 １）。

表 １　 各因素对 １９８２ 至 １９９９ 年间延安市 ＮＤＶＩ变化的相对贡献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ＮＤＶＩ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２ ｔｏ １９９９ ｉｎ Ｙａｎａｎ Ｃｉｔｙ， Ｃｈｉｎａ

指标
Ｆａｃｔｏｒｓ

第一年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 第二年 Ｓｅｃｏｎｄ ｙｅａｒ 第三年 Ｔｈｉｒｄ ｙｅａｒ

Ｒ２ 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 Ｒ２ 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 Ｒ２ 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

农村人口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８０１∗∗ １８．７６ －０．２１ ８．４８ －０．２４７ ０
农民纯收入 Ｒｕｒａｌ ｎｅｔ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１３８∗ １１．４３ ０．５２９∗∗ ２０．３９ ０．４９９∗∗ ９．９３
耕地面积 Ｆａｒｍ 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０．２９０∗ １１．１１ －０．６０９∗∗ ２５．４７ －０．５１９∗∗ １１．４６
封山育林面积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ａｒｅａ ｆｏｒｂｉｄ ０．３０９∗ ６．０７ ０．２６８ ０ ０．３３０∗ １５．８８
人工造林 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０．０１５ ３．７９ －０．１３３ １７．５５ －０．１７ ０
道路和矿区绿化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ｓ′ ｇｒｅｅｎｅｄ ０．１２５ １１．７８ ０．１２５ ０ －０．０９６ ０
气温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０．６７２∗∗ １８．０５ ０．５７７∗∗ ２０．０９ ０．５７８∗∗ ２９．３３
降水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０．７２５∗∗ １９．０１ ０．０９４ ０ ０．０５５ ０

　 　 显著性水平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ｓ： ∗∗ １％， ∗ ５％

３　 ２２ 期 　 　 　 曹世雄　 等：延安市生态修复双赢模式的实证研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依据补短板原理，延安市政府在国家退耕还林植树造林基础上，增加了以下治理策略：（１）通过人均 ０．１７
ｈｍ２基本农田建设促进坡地退耕还林；（２）多种经营大力发展经济林增加农民的收入；（３） 大力开展封山育林

和封山禁牧，依靠自然力量恢复植被；（４）通过城市化和生态移民减少环境压力；（５）加大矿区和道路边坡水

土保持工作力度，保护生态环境。
２ 实施效果

结果显示，１９９９ 至 ２０１６ 年延安市人工造林、果树种植、封山育林、道路绿化、基本农田、农民纯收入分别

增长了 １１１．７％、９８．１％、７４．２％、３５．３％、１７．０％、２０３．１％（图 １）；ＮＤＶＩ 增长了 ４９．８％（图 ２）。

图 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６ 年延安市主要生态经济指标增长情况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Ｙａｎａｎ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９ ｔｏ ２０１６

卫星图片显示，精准治理前的 １９８２—１９９９ 年，延安市 ＮＤＶＩ 增长速度是陕西省平均水平的 ４１．２％，精准治

理后是陕西省平均水平的 １９４．８％（图 ２，３）。 精准治理对本年度、第二年度、及第三年度的贡献分别为７４．０％、
７２．１％、６７．７％（表 ２）。

图 ２　 延安市和陕西省精准治理项目前后 ＮＤＶＩ变化图

Ｆｉｇ．２　 ＮＤＶＩ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Ｙａｎａｎ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ａｔｈ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３　 延安市 １９８４、１９９９、２０１６ＮＤＶＩ图

Ｆｉｇ．３　 ＮＤＶＩ ｉｎ Ｙａｎａｎ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４ ｔｏ １９９９ ａｎｄ ２０１６

表 ２　 １９９９ 年以后各种因素对延安市 ＮＤＶＩ变化的贡献率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ＮＤＶＩ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９９ ｉｎ Ｙａｎａｎ Ｃｉｔｙ

指标
Ｆａｃｔｏｒｓ

第一年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 第二年 Ｓｅｃｏｎｄ ｙｅａｒ 第三年 Ｔｈｉｒｄ ｙｅａｒ

Ｒ２ 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 Ｒ２ 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 Ｒ２ 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

精准治理 农村人口 －０．７４３∗∗ ５．７７ －０．７４３∗∗ ２．１０ －０．７４３∗∗ ５．０７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农民纯收入 ０．３３１∗ ２３．６３ ０．３３１∗ ４０．６０ ０．３３１∗ ３７．５６

基本农田 ０．６４７∗∗ １４．６２ ０．６４７∗∗ ５．３９ ０．７４４∗∗ ３．１０

封山禁牧面积 ０．６２８∗∗ １６．６８ －０．７０５∗∗ １１．４６ ０．６２８∗∗ ７．８９

道路矿区绿化面积 ０．６９１∗∗ １３．３１ ０．６９１∗∗ １２．５５ ０．６９１∗∗ １４．０３

退耕还林 人工造林面积 ０．５１３∗∗ １２．１１ ０．５１３∗∗ ５．４２ ０．５１３∗∗ １５．３０

Ｇｒａｉｎ ｆｏｒ Ｇｒｅｅｎ 经济林面积 ０．６１２∗∗ ５．６２ ０．６１２∗∗ １７．７３ ０．６１２∗∗ ５．６６

气候变化 气温 ０．６７８∗∗ ２．８９ ０．６７８∗∗ ２．１２ ０．６７８∗∗ ３．４１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降水 ０．０４３ ｎｓ ５．３６ ０．０４３ ２．８１ ０．０４３ ７．９９

　 　 显著性水平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ｓ： ∗∗ １％， ∗ ５％， ｎ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３　 讨论

生态修复工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其根本目标是实现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６，２２］。 研究结果表明，
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实现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策略［２３］。 因此，在处理生态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

系上，不应一味寻找资源替代品，而应做好生态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平衡［２４］。 由此可见，社会经济发展在

环境保护工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不仅影响项目区内人群之间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也影响项目区外受

项目影响人群之间利益分配的公平性［２５⁃２７］。
生态恢复对未来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和组成有着复杂而难以估量的影响［８，２８］。 即使生态恢

复的意图良好，恢复策略适合环境条件，也有必要考虑该项目的社会经济后果［２３］。 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经济发

展迅速、人口密集、地理环境差异显著的国家更是如此［２９］。 通过改善居民生计、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可以有效

提高他们对生态恢复活动的积极性。 也只有这样，生态脆弱地区的居民才有可能摆脱贫困陷阱［２１］。 实践表

明，双赢策略对延安生态修复做出了重大贡献（表 ２）。
生存权高于所有其他权利［３０］。 因此，生态修复与精准扶贫的有效对接才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对于生态脆弱区的居民，生态退化和贫困化相互作用，极易形成贫困陷阱。 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贫困，为当地居

民提供更好和可持续的发展策略，可显著提高生态修复效果［２１］。 国家或地方政府实施生态修复工程时，必须

充分考虑相关地区的社会和经济需要，通过技术培训、就业帮扶、绿色产业发展等方法，使当地居民在项目结

５　 ２２ 期 　 　 　 曹世雄　 等：延安市生态修复双赢模式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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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也有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２３］。 如果一个项目不能为当地居民提供良好生计，任何保护环境的语言都

是空话［３１］。
生态系统复杂多变，如降水对干旱少雨的干旱地区无疑是植被修复的甘露，但对积温不足的高寒地区，降

水增加会减少光照，影响植物的光和作用［７］。 干旱地区植树造林通常需要灌溉才能存活［３２］，但树木蒸散发进

一步增加了土壤水分消耗，使本来就有限的水资源更加紧张［３］。 相对于自然因素（如降水、光照）直接作用于

植物的生长发育，人工措施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渐渐的，需要较长时间的响应过程，这很好地说明了人类活动

的时滞效应［３３］。 生态退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保护与消除贫困之间的联系都是动态的，也存在

区域差异［３４⁃３５］。 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复杂性特征［３６］，在受到人为干扰或者环境变化（如气候变化）时，生态系

统自我恢复会更加困难［３７］。 在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生态系统日益脆弱化的大背景下，环境管理更加需要负

有弹性的解决方案［３８］。 这进一步说明生态修复需要全面了解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之间的交互作用，从而针

对这些因素的相关性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
退化的生态系统处于极不稳定状态，景观连续性和结构变化、物种丧失、优势物种变化、不同营养层次相

互作用，都会引起土壤和其他生物群落的变化［３９］。 当外部扰动引起主要物种、土壤、或者生态群落内部其他

资源发生变化时，生态群落结构极有可能表现出突然变化［４０⁃４２］。 而不适当的生态修复方式会导致退化生态

系统朝逆向方向发展［１７，４３］。 不同地区气候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生态修复的路径也不尽相同［３６］。
因此，尊重地方差异，在不同地区采取因地制宜的差异性策略是未来环境管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生态修复是对受损生态系统的修补、而不是重建。 正如该研究结果显示，生态修复双赢模式的理念与方

法，可以有效减少生态修复的盲目性、降低生态工程成本，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科学合理的生态修复是基于

长期土地净收益最大化的综合结果，而不是追求某个单一指标（比如森林覆盖度）的最大化和短期利益最大

化。 通过分析生态系统演化的驱动力，因地制宜生态治理，是生态修复的根本出路。 虽然该研究的理论方法

还很粗糙，但是研究结果反映出的问题值得重视。 生态修复双赢模式的研究结果可以帮助相关部门获得更加

有效的规划方案，为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该方法的成熟与应用将对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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